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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河流潜流带是地表-地下水连通和交换的主要区域, 地表-地下水过程不仅促进了生源物质的迁移转化过程,
还能涵养水源、 稳定区域生境, 为水生生物提供良好的栖息环境。 因此掌握水生生物活动与地表-地下水交换关系

是深刻认知和科学保护水生生态系统的关键。 本文综述了前人有关水生生物活动反馈于地表-地下水交换过程的研

究, 例如, 底栖微生物形成的生物膜可以吸收或滞留生源物质, 改变迁移的时间和路径; 水生动物的行为可能通

过改变河床渗透系数和孔隙率等物理参数影响各类物质的地表-地下水交换通量; 水生植物对水流的阻滞和扰动也

会作用于地表-地下水交换过程。 基于目前研究, 本文提出了该领域的 3 个未来研究方向: 潜流交换和水生生物互

馈理论, 水生生态功能与地表-地下水相互作用关系, 河流潜流带生物-地球-化学耦合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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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河流水环境、 水生态相关研究的深入, 河水和地下水交混区域———潜流带的生态学研究成为一个热

门话题。 潜流带是位于河流底部与河床顶层, 并延伸至河岸两侧的水分饱和沉积物层 [1] 。 作为地表水与地

下水联系的纽带, 潜流带不仅是氮、 碳等物质循环的重要场所 [2-5] , 也是河流生态系统重要的一环, 为水生

生物提供栖息、 觅食、 产卵等场所 [6-8] 。 例如, 每年全球陆生有机碳总量中约 25% 的运输、 转化、 储存量在

河流中完成, 约 65% 的反硝化反应发生在沉积层中 [9] ; 河流水动力驱动下的地表-地下水交换, 能驱动各类

物质在潜流带中的滞留、 迁移与转化, 此过程也称之为潜流交换。 根据水动力作用原理, 潜流交换主要有 2
种: 对流交换(又称为泵吸交换)和冲淤交换 [9] 。 在潜流带发生的物质交换主要包括保守性溶质 [4,10-12] 、 反应

性溶质 [13] 和颗粒物等 [14] 交换过程。
河流生态系统的物理和生物属性以一种复杂的方式相互作用 [15] , 研究水生生物活动对地表-地下水交换

的作用是对水生生态系统平衡进行深刻认知的关键环节。 人们对河流潜流带最早的认知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30 年代对潜流带生物的认识 [16] 。 1974 年发表在 Sinence 期刊上的一篇论文研究了潜流带与水生生物的关系,
并指出河流潜流带为生物提供了良好的栖息场所 [17] 。 之后的研究发现, 水生生物自身的活动也会影响河流

的潜流交换过程 [18] , 进而改变河流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与物质循环等生态功能 [19] 。 多年来, 国内外学者在

河流潜流交换对水生生物活动响应的方面开展了大量研究, 如潜流带底栖微生物形成的生物膜可以控制区域

潜流交换通量 [20] ; 水生动物进食、 排泄、 建造虫洞等生命活动, 可以显著改变物质潜流交换时间及深

度 [21] ; 水生植物的存在会引起局部压力梯度, 进而对潜流交换通量的改变产生重要作用 [22] 。 因此, 系统理

解潜流交换过程对水生生物活动的响应机理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已发表的相关成果只关注到部分水生生物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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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流交换的影响, 缺少包含微生物、 动物及植物等全面且系统的综述。
为了更全面地理解河流潜流交换过程对水生生物活动的响应机理, 本文选取典型水生生物, 包括底栖微

生物、 水生动物和水生植物 3 大类生物, 探讨它们的主要生命活动对潜流交换的影响: 底栖微生物形成的生

物膜附着以及自身结构对潜流交换过程的影响, 水生动物中的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和鱼类活动对潜流交换的

影响, 水生植物的存在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方式改变潜流交换通量。 综上, 本文提出了 3 类未来研究展望: 潜

流交换和水生生物互馈理论, 潜流交换与水生生态功能关系, 潜流带生物-地球-化学耦合过程。

1　 底栖生物膜对地表-地下水交换的影响机制

潜流带中的微生物主要包括藻类、 细菌、 真菌和原生动物, 微生物的生长会分泌胞外多糖, 形成能够覆

盖于河床的生物膜 [23- 24] 。 潜流带中的底栖生物膜结构对无机物和有机物的转化效率较高, 能有效促进物质

循环, 并对污染物起到较强的降解作用 [25] 。 底栖生物膜的附着及自身结构都可以改变潜流交换通量, 影响

各类物质(尤其是生源物质)的地表-地下水交换过程(图 1) [26] 。

图 1　 潜流交换与底栖生物膜关系示意

Fig. 1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yporheic exchange and benthic biofilm

1 . 1　 生物膜附着对地表-地下水交换的影响

生物膜的附着能够使河床沉积物保持稳定, 形成区域生物堵塞, 进而控制区域生化反应过程, 影响生源

物质的潜流交换通量 [27-28] 。 潜流带中的岩石、 鹅卵石、 泥沙、 生物体残骸以及底栖植物叶片等为底栖微生

物提供了大量的可附着表面, 从而形成底栖生物膜共生的环境, 其中细菌、 古菌、 藻类、 真菌、 原生动物和

病毒都是生物膜基质的重要组成部分 [29- 30] 。 底栖生物膜对潜流带水动力结构和生源物质梯度的形成起到至

关重要的作用, 其复杂的多孔系统结构能够有效保护生物有机体免受水流冲击 [26] 。
生物膜附着于细颗粒沉积物上, 可以形成黏性基质, 将沉积物颗粒紧密包围并嵌入其中, 对稳定沉积

物、 抵抗再悬浮具有重要作用 [27] 。 此外, 生物膜的附着还会引起河床的局部区域物理性质发生改变, 从而

降低沉积物的渗透性, 减缓或阻止某些物质进出潜流带的过程 [28,31-33] 。
生物膜引起的生物堵塞控制着区域生化反应过程, 影响了生源物质的潜流交换通量和生物地球化学转化

速率, 对潜流带的物理和生物地球化学过程具有较强的调节作用。 Ping 等 [28] 建立了水流-溶质-微生物代谢

耦合过程模型, 用于描述生物膜的堵塞作用机制。 Caruso 等 [34] 发现细菌可通过附着于生物膜的形式介导沉

积营养物质的转化, 而微生物生长和生物膜引起的生物阻塞可以限制潜流交换的速率和模式, 这种效应被称

为减慢生化反应 [18,34-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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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2　 生物膜自身结构对地表-地下水交换的影响

底栖生物膜作为复杂的生物群落, 是物质流入或流出潜流带的必经通道, 其复杂多变的结构可以增加物

质传输时间和传输距离, 进而控制潜流交换通量 [26] 。 生物膜与沉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改变多孔介质的

物理结构, 影响多孔空间中生物膜的生态环境。 跨细胞与沉积物尺度的生物膜结构和功能之间的耦合则有助

于其作为微生物的“皮肤”得以表征, 以滞留、 放大、 转化反应性物质和微生物本身, 从而控制物质的潜流

交换通量 [31-32] 。
底栖生物膜表面的物理结构特征会对胞内外物质输运过程产生影响, 改变一些物质的潜流交换通量。 为

了提高营养物质的摄取, 底栖生物膜会形成树冠状和指状结构来增加生物膜的表面积, 以补充关键溶质的摄

取, 在上覆水养分浓度低的情况下, 这种结构更易加剧营养物质向膜内迁移 [36] ; 为了应对高水流流速所导

致的表面高剪应力, 底栖生物膜会形成几厘米长的顺水流方向的脊线 [37] , 改变上覆水流态, 形成局部涡旋

结构, 从而影响区域潜流交换通量 [38] 。
底栖生物膜还会通过其内部的通道系统影响潜流交换。 Battin 等 [39] 发现潜流带中的生物膜含有空洞和通

道系统, 其中的通道系统充当了营养物质的传输路径。 由于地表-地下水交换作用, 泥沙、 污染物甚至是毒

性物质会被带入底栖生物膜内, 并在其中传输 [40] , 从而影响生物膜内部的生态结构。 缓慢的水流可以使通

道系统在生物膜内迅速生长, 而在流速较大的水流中, 生物膜的生长分布往往更加紧凑 [37] 。 因此, 这种生

物膜相互耦合的物理结构有利于膜内生源物质分布和生物新陈代谢 [41] 。

2　 地表-地下水交换对水生动物活动的响应过程

生活在潜流带中的水生动物主要包括节肢动物、 软体动物等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以及鱼类, 其生物扰动

作用对于潜流带内物质迁移过程和转化效率的影响尤为重要 [42- 43] 。 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进食、 排泄、 运动

和建造虫洞等生命活动, 可以显著改变潜流交换中物质的滞留时间和迁移深度 [19] ; 鱼类的产卵等活动通过

改变河床地形诱导泵吸交换, 并可通过筛除细泥沙和疏松河床, 从而改变河床渗透系数和孔隙度 [44] 。 由此

造成的潜流交换过程的改变对于河流生态系统的整体功能有着直接影响(图 2)。

图 2　 潜流交换与水生动物关系示意

Fig. 2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yporheic exchange and aquatic animals

2 . 1　 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活动的影响

由于潜流交换具有调节水动力和生物化学过程的作用, 潜流带成为了一些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的优良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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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地 [23,45] 。 潜流带中的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主要摄取底泥中沉积的有机物碎屑, 以及微生物与藻类共同形

成的底栖生物膜 [46] ; 同时, 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也为一些鱼类、 水鸟等提供了食物来源 [47- 48] 。 大型底栖无

脊椎动物觅食和栖息等行为会对河床表面及其内部物理性质造成影响, 从而改变地表-地下水交换过程 [46] ,
尤其是河床中迁移活跃的腹足类和端足类等大型无脊椎动物, 其生物扰动作用更为明显 [23] 。 因此, 大型底

栖无脊椎动物对于潜流带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过程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是维持河流生态平衡的

重要类群 [49] 。
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在潜流带中栖息会影响河床的表面性质。 由于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的栖息, 河床表

面流速会发生改变, 导致细颗粒泥沙发生沉积或再悬浮, 进而潜在影响潜流交换通量和生物化学物质分

布 [50] 。 Macdonald 等 [51] 发现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可以通过建立丝网来改变河床的表面性质, 从而限制潜流

交换, 并使得潜流带各类物质的滞留时间发生改变, 进而增加潜流带内单位体积生物代谢对河流溶质的

需求。
潜流带中的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可以通过取食和钻洞等活动影响河床内部物理条件, 进而影响河床内部

的潜流交换过程 [52] 。 Nogaro 等 [53] 发现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的生物扰动作用会使得潜流带的孔隙度得以保

持, 从而确保其栖息区可存在适宜的营养物质和溶解氧通量。 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在潜流带中的扰动行为,
加剧了河床渗透系数的不均匀性, 延长了溶解氧或营养物质的潜流交换路径和时间, 使得河床深处形成贫氧

区或营养贫乏区。 此外, 其生物扰动会增加河床的不均匀性, 在河床上部形成优势通道, 进而压缩潜流交换

区域 [54] 。

2 . 2　 鱼类活动的影响

如今, 由于自然环境的变迁和人类活动的影响, 一些鱼类无法适应新的生存环境, 种群数量正在急剧减

少 [55] 。 潜流带作为鱼类的筑巢地和产卵场, 其生境将直接影响鱼类的生存和繁衍, 其中潜流交换过程是保

持潜流带生境生化条件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56] 。 此外, 鱼类的生命活动也会对潜流带生境产生影响, 总体

上, 鱼类的产卵和觅食主要通过对河床地貌产生影响, 从而改变地表-地下水交换过程, 并进一步影响至潜

流带生态环境。 因此, 研究鱼类和潜流交换之间的关系对于鱼类乃至整个河流生态系统的健康都尤为重要。
鱼类对潜流交换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2 个方面: 一是其产卵行为会影响到潜流交换和溶解营养物质的运

移; 二是其觅食行为会影响河床的地形结构特征。
首先, 鱼类的产卵行为会影响到潜流交换和溶解的营养物质的运移 [44] 。 Montgomery 等 [57] 通过实体测

量, 证实了鲑鱼产卵引起的河床地形改变, 会诱导泵吸交换、 筛除细泥沙和疏松河床, 从而改变河床渗透系

数和孔隙度。 此外, 无论是高密度还是低密度的鱼类产卵行为, 都会导致河床沉积物的混合, 通过清除更细

的颗粒、 粗化和重整河床表面颗粒, 使得颗粒间的填充物更加松散 [57] , 从而导致河床形态的改变。 松散的

介质促进了地表-地下水交换过程, 为鱼卵带来了更多的溶解氧, 同时也清除了卵坑中由于鱼卵新陈代谢所

产生的废物 [58] , 有利于鱼卵的孵化。
其次, 底栖鱼类的觅食行为不仅可以改变细泥沙淤积的性质和速率, 以及粗粒河底的结构和地形, 还可

能对河床的物质特征、 颗粒卷吸阈值(Particle entrainment thresholds)和河床的输沙通量 [59] 造成影响。 如幼年

马鲅鱼的觅食行为会改变河床表面的砾石、 破坏结构的稳定、 增加微地形粗糙度 [60] , 并导致细砾石层临界

剪切应力减小。 此外, Statzner 等 [61] 研究表明, 多种鱼类对沉积物迁移率的共同影响小于各单类物种的累加

影响。

3　 地表-地下水交换对水生植物的响应机制

在潜流带中, 植物的分布会对区域的水动力条件、 养分分布和沉积物分布产生一定影响 [20,62-63] , 水生植

物主要通过对水流流态以及底栖生物生活环境的改变, 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潜流带生态环境以及地表-地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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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过程(图 3) [20] 。 水生植物在河流中的生长会作用于地表水 [64-65] , 进而直接改变潜流交换通量; 底栖水

生植物可以改变河床物理特性, 为底栖生物营造合适的生境, 进而间接影响潜流交换。

图 3　 潜流交换与水生植物关系示意

Fig. 3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yporheic exchange and aquatic plants

3 . 1　 水生植物的直接影响

河流中常见的水生植物种类有芦苇、 香蒲等, 根植于潜流带的水生植物会影响上覆水和孔隙水的流态,
从而影响水和其他物质的潜流交换通量, 最终对潜流交换产生直接影响 [62-63,66-67] 。

水生植物通过改变水流流态对潜流带生态环境造成潜在影响。 水生植物能够改变上覆水的平均速度和湍

流结构, 从而影响沉积物和污染物的输送 [68] 。 潜流带中的水生植物会增强湍流的紊动强度, 甚至引起涡流,
这些涡流的存在对泥沙沉积、 水生植物种子的散布和上覆水体中的生物化学反应具有重要的影响 [64] 。 Sinis-
calchi 等 [69] 通过对照试验发现, 水生植物存在时, 上覆水流态改变明显, 湍流动能显著增加, 水流涡旋结构

更加复杂。 水生植物覆盖河床会对水流施加阻力, 降低水流在其内部和横向的流速, 从而使无机物和有机物

细颗粒稳定沉降聚集于河口潜流带区域 [38,65] 。
水生植物还会阻滞和吸收进入河流中的碳、 氮元素和其他有机营养物 [70] 。 若河流某区域集中分布有大

型植物, 则流经该区域的物质会发生短时间的被储存和滞留效应, 其迁移过程也会被相应延缓 [71] ; 且河岸

带湿生植物的密度和空间分布结构会影响洪水期的水面波动 [72] , 从而影响潜流交换通量。 此外, Curran
等 [38] 发现生长于河口、 河岸带的大型植物与此区域的水生植物共同成为天然的拦沙屏障, 加速泥沙在该区

域的沉积, 从而改变一些物质的地表-地下水交换过程。

3 . 2　 水生植物的间接影响

水生植物不仅会对潜流交换造成直接影响, 还可以通过改变河床物理特性和改造底栖生境的方式来间接

影响潜流交换 [67] 。 水生植物扎根于潜流带, 改变了河床性质和地下水流态, 使潜流交换通量发生变化; 水

生植物为底栖微生物和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营造了一定的生境, 并通过它们的生命活动间接影响潜流交换

(图 3) [4,73-75] 。
从水生植物对河床产生影响的角度来看, 其作用是双向的。 一方面, 底栖植物可通过增强河床的固结和

附着力来降低河床沉积物的流动性 [76] , 从而对潜流交换速率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另一方面, White 等 [77]

发现水生植物也能引起河床渗透性增加, 这是由于水生植物的根系通过季节性的生长和萎缩, 导致沉积物增

厚以及大孔隙的产生。 水生植物还能影响河口泥沙沉积特性, 改变河口潜流带的地形条件, 影响水和其他营

养物质甚至包括污染物的潜流交换通量, 进而改变河口潜流带生境 [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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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生植物的存在为底栖微生物和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营造了合适的水动力条件 [74] 。 由于水生微生物、
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的生长繁殖与水流速度及湍流呈负相关关系, 水流流态会严重干扰微生物和大型底栖无

脊椎动物的取食和交配行为, 进而使得它们通过其物理运动、 产气以及由于产生分泌物和产卵造成的沉积物

增厚等方式, 对地表-地下水交换产生影响 [67] 。 水生植物的茎叶以及根系系统能为微生物和大型底栖无脊椎

动物提供良好的栖息环境, 进而促进生源物质吸收和转化, 提高水体的自净能力 [74] 。

4　 不同水生生物对地表-地下水交换的联合作用机制

水生动物与水生植物都与沉积物-水界面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物理、 化学及生物联系, 其间的相互作用可

能会对生物多样性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 改变潜流带的理化性质, 进而影响生源物质的潜流交换过程, 因

而研究多种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对河流潜流带的联合作用机制至关重要(图 4) [4,16,78] 。 例如, 水生植物

根系为底栖生物提供新的栖息地, 增加河流沉积物孔隙度, 从而促进氧气进入沉积物, 刺激底栖微生物和大

型无脊椎动物的活动, 进而改变潜流带水动力特征 [78] 。

图 4　 水生生物活动对河流潜流交换的影响方式

Fig. 4 Effects of aquatic organisms activities on hyporheic exchange

4 . 1　 水生植物主导的联合作用机制

研究表明, 河流中一些水生植物的存在可能通过影响其他水生生物活动来改变区域潜流交换过程 [79-80] 。
水生植物可以控制阳光进入水体的通量、 河流的水文过程、 食物资源分布以及生物化学环境 [78,81] , 为潜流

带底栖微生物和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提供合适的生境, 增强生物群落多样性 [82] , 进而与其他生物活动联合

作用于潜流交换过程 [74] 。 下文分述水生植物茎叶和根系与其他水生动物对潜流交换过程的联合影响。
水生植物茎叶可为其他水生生物提供合适的生境, 茎叶的存在与生活在该区域的生物会联合作用于潜流

交换。 从整体来看, 水生植物茎叶会引起水流速度和湍流强度等水流流态变化, 严重干扰底栖微生物和大型

底栖无脊椎动物的取食和交配行为, 与其生长繁殖呈负相关关系, 如流速的减小使得底栖微生物和大型底栖

无脊椎动物生命活动更加活跃, 其分泌物、 产卵和粪便将导致沉积物增厚, 减小潜流交换通量 [67] 。 从局部

来看, 水生植物的物理结构会增强局部流态的复杂性, 提高区域泥沙沉降速率, 减少养分在沉积物-水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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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量, 从而在潜流带中营造复杂的含氧条件 [83] 。 一方面, 这些影响导致了潜流带无脊椎动物, 特别是穴

居动物的多样性减少 [84] ; 另一方面, 复杂的氧气条件增加了微生物的多样性, 如硝化菌和反硝化菌或硫酸

盐还原菌和硫化物氧化菌等 [85] , 这些生物群落变化又会反作用于潜流交换通量。 此外, 大型植物的存在可

以阻碍捕食者在河床附近的移动和觅食, 减少对潜流带内栖息生物的捕食行为 [86] , 使部分底栖生物的丰度

得以保持, 并影响潜流交换。
根植于河流潜流带中的植物根系也会直接影响水生生物群落, 并联合作用于潜流交换过程。 从整体来

看, 植物的茎和根增加了水生环境中沉积物的稳定性 [78] , 这种相对固定的潜流区域有利于生物群落的多样

化 [87-88] 。 Walker 等 [89] 通过对野外所采试样进行多元化分析得出, 微生物和无脊椎动物的滞留能力在相对稳

定的沉积物中会得到增强, 从而增加其物种数量或丰富度。 就局部而言, 沉水植物的存在会引起地表-地下

水界面的区域上升流和下降流, 由于潜流带中的水生生物群落对水动力条件的变化极为敏感, 随着水位、 流

量、 洪水频率和地下水水质的变化, 其物种组成和丰富度会随之发生改变 [90-92] 。 植物根系所形成的复杂潜

流带生境, 为底栖微生物和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提供了良好的栖息环境, 并加快了生源物质的潜流交换速

率, 提高了水体的自净能力 [74] 。

4 . 2　 水生动物主导的联合作用机制

水生动物对潜流带生境的影响与植物相比较小。 水生动物通过某些物理或生物作用对水生生物群落和多

样性产生影响, 主要包括鱼类活动和无脊椎动物活动分别对其他生物生境的影响, 以及不同种类动物间的捕

食关系对潜流交换的影响。
生活在潜流带中的鱼类生命活动可以改变沉积物的物理和生化特性, 为部分微生物提供合适的生境。 研

究表明, 鱼类排泄物的输入能够提高底栖生物可摄取的营养物质含量, 引起潜流带生物多样性的变化, 例

如, Pettigrew 等 [93] 通过户外对比试验分析得出, 鱼类粪便输入改变了河流底层藻类的初级生产, 从而对上

层甲壳类和沉积甲壳类的物种产生不同的影响。 此外, 鱼类可以通过产卵活动增强潜流带生态系统的生境异

质性, 从而使得生物多样性增强 [78] 。 一些鱼类产卵场的存在会扰乱沉积物-水界面, 并对潜流带中微生物和

大型无脊椎动物数量和物种组成起到正面或负面作用 [94-95] 。 鱼类作为许多淡水双壳贝类幼虫阶段特定的宿

主, 其存在还会限制贝类的多样性 [96] , 这些鱼类的生命活动潜在地影响了部分生源物质的潜流交换通量。
潜流带中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的取食、 营巢等生命活动会改变沉积物中溶解氧和其他营养物质的分

布 [97] , 并刺激沉积物中好氧和厌氧微生物的生命活动进程 [98-100] 。 大型无脊椎动物啃食生物膜、 挖掘沉积物

等行为, 促进了区域优势流的形成, 增加了底栖生物膜与水的接触, 从而提高了生物膜的附着面积和菌群密

度 [39, 101] , 使得底栖微生物在无脊椎动物存在的情况下消耗了更多的溶解有机物和营养物 [78] 。
此外, 水生动物间的捕食作用也会对潜流交换产生一定影响。 一些肉食性鱼类和掠食性无脊椎动物以许

多水生动物为食, 从而对潜流带生物多样性产生了负面影响 [78] , 进而作用于潜流交换过程。 此外, 捕食者

的存在还可能改变潜流区域内被捕食者的行为, 诱导生源物质从沉积物扩散到水中或周围的河岸带 [102-104] 。

5　 总结与展望

底栖生物膜、 水生动物和水生植物都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潜流交换过程, 近年来随着技术的发展, 有

关潜流带水力学和生态学交叉的研究越来越多。 潜流交换和水生生物生态功能及群落多样性的关系逐渐被深

入探索, 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这种多样性模式背后的机制。 尽管如此, 该领域仍然存在众多问题有待进一

步系统地研究。 本文认为以下几个方面将是今后研究的重点:
(1) 潜流交换与水生生物互馈作用机制。 潜流交换与水生生物生命活动之间的相互作用主要体现在 2 个

方面: 一方面, 潜流交换改变了生源物质的分布, 影响了水生生境, 如潜流交换对营养物质的储存和再释放

能为鲑鱼提供稳定的营养源; 另一方面, 水生生物的活动可以直接作用于潜流交换通量, 或者通过改变河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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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 渗透系数和孔隙度诱导泵吸交换, 间接改变潜流交换。 然而, 潜流交换与水生生物互馈作用的研究尚

停留于定性分析阶段, 未来的研究宜考虑季节性水文变化、 水利工程建设运行、 特殊地形结构等条件, 定量

分析不同工况下潜流交换与水生生物互馈关系, 以完善这方面的理论。
(2) 水生生态功能与地表-地下水相互作用关系。 物质交换、 能量循环等功能变化对外在生态环境的影

响理论和定量化研究较为缺乏。 例如, 底栖微生物形成的生物膜是一个复杂的生物群落, 在生态功能和生物

多样性方面都有重要意义。 生物膜的结构和功能与潜流交换所施加的物理作用密切相关, 同时生物膜也能改

变潜流交换的动力学特征。 潜流交换对底栖生物膜传质功能有重要影响, 甚至可能导致整个生态系统功能和

生物-地球-化学过程改变。 但由于水生生物与潜流交换关系的定量研究过于概化, 生物群落发展对潜流交换

作用的响应机制尚不明确。
(3) 河流潜流带的生物-地球-化学耦合过程的研究。 潜流带是化学、 生物物质频繁交换和生物化学作用

强烈的区域, 利用生物-地球-化学耦合的模式在研究物质循环、 能量流动和信息传递等生态学内容方面有突

出的优势。 尽管现场试验和室内试验能提供较为可信的数据, 试验仍可能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 试验设计的

改进是潜流带生物-地球-化学过程的一个研究方向。 另外, 利用数值模拟方法研究水力学作用和生态环境的

关系也是一个重要手段, 能有效地节约试验周期和试验资源, 为未来河流生态规划提供参考依据。 潜流交换

的水力学与水生生物的生态环境作用耦合数值模拟方法研究, 也将是未来的研究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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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s in the response of surface- subsurface water exchange to activities
of typical aquatic organisms in the hyporheic zone of rivers∗

JIN Guangqiu1,2, ZHANG Zhongtian3, YUAN Haiyu1,2, TANG Hongwu1,2, CHEN Hexiang1,2, ZHANG Siyi1,2

(1 . College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Engineering,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8, China; 2 .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Hydrology-Water Resources and Hydraulic Engineering,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8, China;

3 . Jiangsu Taihu Water Conservancy Planning and Design Institute Co. , Ld. , Suzhou 215006, China)

Abstract: The river hyporheic zone is the main area of surface- subsurface connection and exchange. Surface- subsur-
face water exchange promotes the transport and transformation of biogenic substances and can conserve water re-
sources, stabilize region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which provide a great habitat for aquatic life. Therefore, under-
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ctivities of aquatic animals and surface- subsurface water exchange is the key to
deep cognition and scientific protection of aquatic ecosystems. This paper reviews previous studies on the feedback of
aquatic activities to the surface- subsurface water exchange process, for example, the biofilm formed by benthic mi-
croorganisms can absorb or retain biogenic substances, prolonging and changing the migration time and path of sub-
stances; the activities of aquatic animals can affect the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of riverbed, such as permeability and
porosity of streambed, which in turn affect the hyporheic exchange flux and substances transformation efficiency; the
block and disturbance of water flow by aquatic plants can also affect the surface- subsurface water exchange process.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researches in this field, three important research direction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iver
hyporheic exchange and aquatic organisms are proposed in this study: the theory of mutual feeding between hyporheic
exchange and aquatic organisms; relationship between surface-subsurface water exchange and aquatic ecological func-
tion; biogeochemical coupling processes in hyporheic zone.

Key words: hyporheic zone; surface- subsurface water exchange; benthic biofilm; aquatic animal; aquatic pl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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